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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是辽代新建城市的集中地，受契丹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，草原地区的城市

群体呈现出了一定特点：一是以移民城市居多；二是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；三是主要分布于

东南方；四是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，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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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辽史·地理志》将辽代地域分为五道，其中上

京道和中京道为辽代的草原地区。它东起今齐齐哈尔，

经阜新，到渤海湾西岸，西到阿尔泰山西部的斋桑泊

以西，南达燕山北麓，北至贝加尔湖以南。相当于今

新疆东北部、蒙古国全部、俄罗斯南部、黑龙江及吉

林西部、辽宁西南和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。 
建城之前的北方草原区，是契丹和奚族的游牧地。

史载：“契丹之初，草居野次，靡有定所”、[1]《营卫志中》, 377 
“其俗旧随畜牧，素无邑屋”。[3]卷 137《外国列传第一》(1830)奚族

虽有少量粗放农业，但仍以游牧为主。游牧生活决定

了这两个民族不会在草原上建城市。至唐末，契丹始

大，奚族“举国臣属”[1]地理志三》(481)，于是契丹尽有草

原之地。强大的契丹族南侵中原，东灭渤海，大量中

原和渤海人口被迁至草原地区。据邹逸麟不完全统计，

有辽一代，至少有 15～16万中原人和 16～17万渤海
人被迁到上京道。[4](79)此外，还有少量人口为避中原

兵燹而自愿进入。为了安置这些进入草原的农业人口，

大量的城市出现在草原上。 
草原上的这些城市，从规模、发展水平上都无法

与中原城市相比，因此，本文把“城市”定义为：草原
上县级或相当于县级及以上的、有城墙及居民的聚落。

而“城市群体”则是指草原上上述众多城市的集合。 
目前，国内的学者们对辽代草原上的城市已有所

研究，但其主要对象是上京和中京这两座都城，而对

划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研究则较少。鉴于此，本文试图

从历史地理角度，对上京道城市群体为例，来对辽代

划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加以总结和分析。 
 

一、主体：移民城市 
 
辽代北方草原地区，分属上京道和中京道所有。

在辽以前，这是没有城市。辽建国后，大量城市出现

在辽以上京临潢府和中京大定府为中心的草原上。就

这些城市的人口来源看，无论是上京道的城市还是中

京道的城市，基本都是由外来移民组成。本文选取其

中之一的上京道为例，来进行分析。 
《辽史·地理志一》(以下简称《辽志》)说，上

京道辖“府、州、军、城二十五，统县五。”[1]卷 37《地理

志一》, 439 但真正列出的州县数，是府、州、军、城 37
个，县 31个。①这 68个城市是辽所设立的行政城市，
而实际的实体城市为 56 个，因为其中 1 府、11 州与
其附郭县为同一城。通过考古、碑刻或其他文献，冯

永谦又对上京道补充了春、懽、灵安、黑河、瞿、义、

唐、通化、镇北、怀密、莫、奉、禄、全、威武、崇

德、会蕃、新、大林、紫河、驼等 21州(以下简称“冯
补”)。[2](191)可见，上京道目前可知实体城市为 77个。
这些城市按性质不同可分为三类： 

(一)普通州县。上京道内的普通州县共 59个，其
中《辽志》载有 43个，“冯补”中有 16个。《辽志》中
的这 43个城市包括临潢 1府，祖、怀等 11州，临潢、
长泰等 31县。其中 1府、11州与其附郭县为同一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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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，所以实体城市只有 31个。考察了这 31县的人口
来源，也就知道了《辽志》所载 43个城市的人口来源。
根据《辽志》，这 31 县按人口来源可分为以下几类：
①由迁来的汉人所置。这样的城市有临潢、长春、兴

国、爱民四县。如临潢县，“太祖天赞初南攻燕、蓟，
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，县临潢水，故以名”， [1]卷

37《地理志一》，439 其他三县也基本如此。②由迁来的渤海人

而置。这样的城市为易俗、扶余、迁辽、渤海、长霸、

咸宁、显理、富义、长宁、义丰、永安、长乐、临河、

安民等县。如易俗县，“本辽东渤海民，⋯⋯尽徙于京
北，置县居之”，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440 其余各县类似。③由

迁来的多地人口共建。这样的城市包括长泰、潞、龙

化、广义四县，其中长泰、潞县由汉人和渤海人共同

建置，龙化县由女直、燕、蓟人所置，广义县是由“四
征所俘”而置。④由迁来的他族游牧俘户所建。如越王
城，“述鲁西伐党项、吐浑，俘其民于此，因建城”。[1]

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443⑤由迁入的渤海人和诸宫提辖司户所置。

如定霸、保和、宣化三县。①⑥由括落账户建置。如玄

德县。⑦没有记载人口来源的。有慈仁、乐康、孝安、

兴仁四县。在这七类城市中，前五类都是由移民构成

的。第六类的落账户，主要是指契丹的罪犯和奴隶，

不是外来移民。而第七类的四个县，虽没有记载人口

来源，但不排除其中有由移民所建的，因此，将其中

一半看作是移民城市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。那么，这

31县中，移民城市为 28个。“冯补”中的 16个普通州，
由于资料甚少，目前还不能明确其人口来源，这里也

将其中一半作为移民城市，那移民城市就是 8 个。由
上可知，上京道普通州县中移民城市共为 36个。 

(二)头下军州。除普通州县外，契丹贵族们还在
上京道建立了一些私城——头下军州。《辽志》中有

16个头下军州，“冯补”中又有 5个。按人口来源这些
州可分成四类：第一，壕、原、福、顺四州分别是由“国
舅宰相”、“国舅金德”、“国舅萧宁”、“横帐南王府”南
征时所“俘掠汉民”置。第二，徽、成、懿、渭四州分
别是由“景宗女秦晋大长公主”、“圣宗女晋国长公主”、
“圣宗女燕国长公主”、“驸马萧昌裔”以媵臣户建。第
三，横州是由国舅萧克忠以“部下牧人居汉故辽阳县
地”而建。第四，凤、遂、丰、闾、松山、豫、宁、懽、
义、唐、奉、全等 11州没有说明人口来源。上述第一
类是典型的汉人移民城市，第二类虽是由媵臣户所建，

但其主要人口仍来源于渤海人和汉人，所以也是移民

城市。第三类明确说明是由部下牧人建立，不是移民

城。第四类虽没有明确的人口来源，但是根据“头下军
州，皆诸王、外戚、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，或置生口，

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”这一建城条件来看，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

448应该是以“俘掠”的人口所建，因此也算移民城市。
可见，21个头下军州中，有 20个是移民城市。 

(三)边防州城。上京道中还有 9 个边防城。由于
这些城是“辽国西北边防城”，都是“因屯戍而立”，[1]卷

37《地理志一》，450如“镇州，⋯⋯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，
选诸部二万余骑充屯军，专捍御室韦、羽厥等国”、“皮
被河城，地控北边，置兵五百于此防托”，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

451其人口主要以边防士兵为主，因此，这些城市不属

于移民城市。 
可见，上京道共有实体城市 77 个，移民城市为

56个，占到了上京道城市总数的 72.7%。中京道共有
实体城市42个，移民城市为27个，占总城市数的62%。
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辽代草原地区的城市确实是以

移民城市为主。 
 

二、选址：与契丹民族历史和 
文化相关处 

 
中原的城市，多建在地形平坦、经济发达、治一

地而控全域的地方，而辽境内的城市虽是在汉人的影

响和帮助下建立的，但在选址上却体现出了契丹的民

族特色，即多将城市建在与契丹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

或重要活动地。 
据《辽志》载：“祖州，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。太

祖秋猎于此，始置西楼。后因建城，号祖州。以高

祖⋯⋯、曾祖⋯⋯、祖考⋯⋯、皇考⋯⋯所生之地，

故名”，太祖死后以此为奉陵州；“怀州，⋯⋯太宗行
帐放牧于此。⋯⋯太宗崩，葬西山，曰怀陵。世宗置

州以奉焉。⋯⋯为行幸避暑之所”；“庆州，⋯⋯穆
宗⋯⋯每岁来幸，射虎障鹰。⋯⋯圣宗秋畋，爱其奇

秀，建号庆州。⋯⋯圣宗驻跸，爱羡曰：‘吾万岁后，
当葬于此’，兴宗遵遗命，建永庆陵”，此州也是圣宗、
兴宗和道宗的奉陵州；“长春州，⋯⋯本鸭子河春猎之
地”；“永州，⋯⋯太祖于此置南楼，⋯⋯冬月牙帐多
驻此，谓之冬捺钵。有木叶山，上建契丹始祖庙。⋯⋯

相传有神人乘白马⋯⋯，有天女驾青牛车⋯⋯，至木

叶山，二水河流，相遇为配偶，生八子”；“仪坤州，⋯⋯
本契丹右大部地”；“龙化州，⋯⋯契丹始祖奇首可汗
居此，称龙庭。⋯⋯太祖于城东金铃岗受尊号曰大圣

大明天皇帝，建元神册”；“降圣州，⋯⋯本大部落东
楼之地。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。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

素服，⋯⋯中有黑兔跃入后怀，遂生太宗”；“凤州，⋯⋯
南王府五帐分地”；“遂州，⋯⋯南王府五帐放牧于此”；
“丰州，⋯⋯遥辇氏僧隐牧地”；“闾州，罗古王牧地”；
“松山州，⋯⋯横帐普古王牧地”；“宁州，⋯⋯横帐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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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王牧地”；“豫州，横帐陈王牧地”。[1](442−450) 

根据以上的记载，可以把上京道州城的建置地点

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：(1)四时捺钵地，所建之州有
长春、永二州。(2)奉陵地、纪念地和重要活动地，包
括祖、怀、庆、龙化、降圣等州。(3)皇家和契丹部族
放牧地，在此建有泰、遂、乌、仪坤、丰、闾、松山、

凤、豫、宁州等。需要指出的是建立在第二类地区中

的怀、庆二州，也是辽帝夏、秋捺钵地。可见，这些

城市基本都建在了与契丹民族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地

方，这是上京道城市选址的一大特点。对于这一特点，

法国学者牟里早已发现，[5](27)韩茂莉也赞同这一观  
点。[6](45) 

契丹族之所以把这些城市建于与其民族历史、文

化有关的地方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上京道

的西辽河流域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，自其族名始见于

《魏书》，到其建立政权约 500年间，该族一直生活、
繁衍在这里。这片水草养育了世代的契丹人，并使该

族发展壮大。这里留下了契丹祖辈们活动的各种印记，

并永久地铭刻在契丹人心中，深深地影响着他们。为

了不忘祖先，不忘养育他们的大草原，契丹人就将城

市建在了这里。第二，萨满教是契丹民族早期所信奉

的宗教，该教以万物有灵作为理论基础，并以崇奉氏

族或部落祖灵为主，同时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自

然现象也都加以崇拜。受这一宗教影响，契丹人认为

祖先们曾经居住、活动过的地方以及陵墓所在地都是

神圣的、有灵性的。将掠夺来的汉人、渤海人等安置

在这里，他们相信灵异的祖先和万能的自然之神，既

能让这些地方风调雨顺、农业丰收，又能使这些异族

人安于被统治，从而保证契丹政权的长治久安。第三，

无论是皇家牧场还是贵族牧场，都是“地沃宜耕植，水
草便畜牧”之地。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440将城市设在这些地方，

既符合农业人口的生产方式，也没影响契丹民族的游

牧方式。而且城市与牧地相毗邻，又为农产品、手工

业品与畜产品相交换提供了便利条件，促进了农、牧

经济的快速发展。第四，“四时捺钵”是契丹人的生活
方式，皇帝每次“捺钵”，“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
人，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”。[1]卷 32《营卫志中》，375如

此大量的人口整年游牧在草原上，吃饭就成了一个重

要的问题。草原民族的食物虽然以肉和奶为主，但农

产品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尤其是对受汉族影响较大的契

丹人来说更是如此。通过长途运输来解决这些人口的

粮食问题，不是没有可能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这绝

非易事，而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在捺钵地就近取得。

因此，辽帝就将掠夺来的汉人、渤海人安置在了捺钵

地进行农业生产。这样既安置了被掠来的农业人口，

也解决了捺钵人的粮食问题，可谓一举两得。 
 

三、分布：东南区域 
 
上京道的范围大约为东经 81°～125°，北纬 43°～

53°。在这一广阔地域内，共筑城至少 77 座，而其中
至少 62 座分布在东经 118°～125°、北纬 43°～46°的
本道东南部这一相对狭小的区域内，占上京道城市总

数的 79.2%，而西北部广大地区只有 9 个边防城中的
8个和耶律大石西奔时所遇见的 7个。[2](197−198)上京道

的城市之所以如此分布，与这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密

切相关。 
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，有一条北起大兴安岭西麓，

经阴山、贺兰山、祁连山、日月山、巴颜喀拉山、念

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，直至西藏西部的自然分界线。

界线两侧的地形、气候、植被、土壤等都有显著不同。

此线北端，呈东北−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及其余脉恰
好通过上京道东部，将上京道分为广大的西北部和狭

小的东南部。其中的西北部，即今蒙古国地区，是著

名的“漠北”地区。从地形上看，该区域西部为高山区，
最高海拔达 4 000米以上，植被稀疏，属荒漠、半荒
漠区；中东部由低山区过渡到大兴安岭西部的高平原

区，水草丰茂，是天然牧场；南部是分隔内、外蒙古

的“大漠”，虽地势平坦，但到处是戈壁沙滩。从气候
上看，蒙古国属典型的大陆高寒气候。东部的大兴安

岭阻碍了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，使整个蒙古国降水

大为减少，年均降水量为 120～250毫米，70%集中在
7～8月份。夏季只 7、8两月，最高温度可达 45 °C，
而结冰期却从 10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 5月，最低温度
能达−40 °C。春季多狂风，秋季较短暂。土壤主要有
戈壁棕钙土、盐碱土及栗钙土，种类虽多，但都不适

合农耕。 
而上京道的东南部，即大兴安岭以东以南的上京

道地区，相当于今赤峰中北部、通辽市全部、兴安盟

及黑、吉、辽三省西部的一小部分。从地形看，此区

域呈明显的阶梯状，自西到东由中、低山区过渡到平

原区。山区主要在西、南部，海拔一般为 1 000米～    
1 600米。中部为低矮的丘陵区，坡缓谷宽，山间盆地
与河谷草原交错，是良好的牧场区。东部为松嫩平原

西部和西辽河平原区。松嫩平原西部地势起伏平缓，

河网密布，河床宽阔，地势低洼处还有沼泽和湖泊。

土壤为黑土、黑潮土，非常适于农耕。西辽河平原是

由西辽河、老哈河及其支流共同作用形成的冲积平原，

海拔为 120米～160米，地平土厚宜于农耕，《辽史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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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记载这里“地沃宜耕植”。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440西辽河下游

为科尔沁沙地，生态环境较脆弱。从气候上看，这一

地区除北纬 47 °C以北年均气温在−4 °C左右、不适宜
农耕外，其余地区气温均较暖，属温带季风性气候。

夏季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在兴安岭山前形成降水，西

部山区可达 500毫米，平原地区除科尔沁沙地年降水
量约 360毫米外，其余都为 400毫米左右，降水多集
中在夏季。无霜期约 5个月，南部更长些，这些自然
因素为人居和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 
由以上可知，上京道的西北部虽面积广大，但地

形、气候、土壤等都不适宜农耕，在当时生产力较低

的情况下，也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城市群体建立。辽

虽在那建了一些边防城，但建城目的较为特殊，应另

当别论。而东南部平原广阔，土地肥沃，大部分地区

又有足够的降水和光照，使这里不但能够发展农业，

也更适合居住，所以在整个上京道，城市多分布于东

南部。 
 

四、格局：上京为中心的环状分布 
 

草原地区城市群体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在这一

区域内形成了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，其他州城呈

环状分布的两个城市群体。就以上京为中心所形成的

城市群体来看，据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可知，祖、怀

二州在上京西，庆州在西北，宁、豫二州在正北，长

春、泰州在东北，乌、凤二州居正东，永、降圣、龙

化州及一些头下州在东南，松山州在正南，饶、仪坤、

丰州在西南，而这个大圈的中心点则是上京临潢府(见
图 1)。这种以上京为圆心，其他州城呈环状的分布格
局，实际上就形成了以上京为中心，其他州城为腹地

的城市群体。这种城市群体既有利于中心城市的发展，

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带动和刺激作

用。这可以从上京和其他州城的发展中得到证明。 
作为国都的上京，也是辽国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就

经济而言，这里已是东北亚地区经济贸易的大都市。

每年不但有大量国内外商人于此贸易，各国使臣也在

此进行政治交流。《契丹国志》记载：宋朝每年都要在

辽帝和国母生日、正旦及其他时间派使节携大量珍贵

物品前来祝贺；新罗和西夏两国“不论年岁，唯以八节
贡献”；“高昌国、龟兹国、于阗国、大食国、小食国、
甘州、沙州、凉州，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，约四百

余人至契丹贡献”。[7](201)此外，南唐、吴越也与契丹

有贡使往来。对于这些国家的进贡，契丹也有不同程

度的回赠。通过这种贸易形式，大量商品进入了上京

地区：南唐、吴越、宋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及各类果实， 

 

 

图 1  辽上京周围的州城 

(根据《中国历史地图册(第六册)》第 6页改) 

 
新罗的锦紬、布匹、法清酒、醋、人参、藤造器物、

纸墨，西夏的苁蓉、沙狐皮、井盐，草原西部各国的

玉、珠、犀、乳香、琥珀、玛瑙器、镔铁兵器、斜合

黑皮、褐里丝、门得丝、怕里呵、碙砂、褐黑丝、马、

驮等。[7](200−205)可见上京的经济已非常繁荣。从文化上

看，上京城也已经是东北亚的文化中心。这里不但有

管理教育的最高机构国子监和儒家文化的最高象征孔

子庙，而且各地商人在此贸易时还进行着文化交流。

辽代的很多物品上都留下了外国文化的印记，如现存

的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第一层的胡人引狮图及胡人训

象雕砖、[8]出土于奈曼旗陈国公主墓的胡人驯狮浮雕

佩饰、[9](86)库伦旗墓壁画的出猎驯猴图等。[10](9)上京

地区的辽文化对国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，如辽朝曾将

佛经赐给高丽，[1]卷 23《道宗三》，274伊斯兰彩陶也借鉴辽三

彩的工艺，[11](78)成书于 13 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，
仍将火药称为“契丹花”，将管状火器称为“契丹火枪”
或“契丹火箭”，甚至直到现在，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
国家还把中国称为“契丹”。可见以上京为中心的辽文
化对周围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 

上京之所以发展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

的大都市之一，是与其腹地繁荣的经济密不可分的。

腹地中很多州城的手工业都很发达，据考古发现，泰

州、长春州、永州等很多城市都有大面积的冶铁作坊

和瓷窑遗址，泰州一城甚至就有五座瓷窑；饶州长乐

县“户四千，内一千户纳铁”， [1]卷 37《地理志》441-447说明该

县也是重要的冶铁城市；仪坤州是由来自渤海国的各

类手工业者和技术人员组成；祖州也有绫锦院，用以

织造各类绢绸。其它的如制酒、制革、制鞍鞯、奶制

品等各业在各州中也大量存在，一些州县还制盐、铸

钱等。可见上京道各城市不但手工业门类齐全，品种

也异常丰富。它们生产的大量手工业品从腹地源源不

断地运抵上京，为上京同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品交

换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 



第 1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淑兰，韩宾娜：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——以上京道城市为例 

 

119

 

上京城繁荣的经济文化也波及到了周围各城市，

并带动了它们发展进步。随着上京城政治、经济、文

化、交通的不断繁荣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大，越来越多

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的商人奔向这里。他们不仅仅在

上京城内进行贸易，周围的州县也是他们的活动目标，

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回鹘商人，辽政权不但在上京汉城

南门之东设“回鹘营”让他们贸易，还在仪坤州中给“回
鹘糯思”设置居所。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，446考古资料也提供了

商人到周围各州进行经济活动的充足证据：今内蒙古

赤峰、通辽等市以及辽宁省的很多辽代贵族墓中，都

发现有大量的外国物品，最典型的是在通辽市奈曼旗

陈国公主墓中，发现有大量玉、琥珀、玛瑙、水晶、

珍珠、玻璃杯等贵重物品。[8](51−61)琥珀、玛瑙的故乡

在波罗的海沿岸，而玻璃则产于西亚。这些产自外国

的奢侈品之所以能够为契丹贵族所拥有，除了皇帝赐

予外，大部分是通过与来自上京的商人们交换得到的。

另外，皇帝每年都会自上京出发到周围各州进行“捺
钵”，而每次出行都会有大批商人跟随，并在行宫市场
与各州的商人进行贸易，通过这种方式也促进了各州

经济的迅速发展。 
基于以上原因，上京腹地各州的经济都得到了快

速发展。到圣宗时，还对包括上京道所属的龙化、仪

坤、祖等州在内的七州开始征收商税，[1]卷 15《圣宗六》，172

这说明上京道内的城市经济确实有了巨大进步。而此

道内庆州的发展更是令人瞩目。庆州建于太平十一年

(1031 年)，[1]卷 18《兴宗上》，212当咸雍十一年(1077 年)宋使
沈括使辽时，所见到的庆州已经是“塔庙廛庐，略似燕
中”了。[12](4481) “燕中”即辽南京。在沈括的眼里，无论
在城市建筑方面还是在市场贸易方面，庆州都已经和

燕京较为相似，这足以说明该城在短短四、五十年内

得到了迅速发展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也对其进行了描述：
“城中有辽行宫，比他州为富庶，辽时刺此郡者，非耶
律萧氏不与，辽国宝多聚于此”。[13]卷 24《地理志》, 562考古

同样证明此州当时曾异常繁荣：城由内外两重组成

“回”字形，外城周长 13公里，是除都城外辽代最大的
城市；城内建筑遗迹密集，有人工池塘、人造假玲珑

石、园林建筑等，这在辽代城址中甚为罕见；城内偏

北正中，为大规模的建筑群，城之南部有纵横大    
街。[14](1177−1179)庆州的迅速崛起，虽与其是奉陵邑有关，

但与上京之间的经济互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

在上京经济的带动下，祖州也成为当时较为繁华的一

个城市，“城高二丈，无敌楼，幅员九里”，除宫殿建
筑群外，“东为州廨及诸官廨舍，绫锦院，东南横街，
四隅有楼对峙，下连市肆”。 [1]卷 37《地理志一》.443长春州也

发展成周回 5123米、城中建筑物极多、地表有大量北

宋名窑瓷片以及不计其数的铜钱的北方重镇。[15](47−61)

此外，泰州、怀州等城市的经济也都得到了迅速发展。 
中京城是辽代中期建立的城市，并且还成为了辽

代中后期的都城。在整个中京道内，也形成了以中京

为中心，其他州城围绕中京城而建的城市群体，而且

中京和其他州城之间的关系同上京道的城市群体之间

的关系也极为相似。 
 

五、小结 
 
辽代是北方草原城市史上大规模建城的开创时

期，也是草原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。由于这些城市的

建立者是游牧的契丹族，也由于这些城市所处地理环

境的特殊性，决定了辽代上京道城市群体在人口来源

上、选址上、空间分布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特点。这

些城市的出现和发展，一改北方草原的封闭、苍凉的

局面，不但为北方草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，也对

辽代的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 
 
注释： 
 
① 杨若薇认为，提辖司所管人户的民族成分，应是契丹族以为的
各族人民，其中主要是汉、渤海人户。出自杨若薇：《契丹王朝

政治军事制度研究》，北京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：6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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